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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本澳刑事訴訟模式及電話監聽／通訊截取的運作模式 

大陸法系的傳統，特別是程序法方面的規定，相較於英美法系的傳統有明顯區別。

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奉行職權主義（也有人稱為糾問式），強調法律的系統化、歸類化、

法典化和邏輯化，並主張國家機關（在本澳，指的是司法機關和作為其輔助實體的刑事

警察機關）依法定職權履行職責，重視國家機關在程序上的主導作用，由法律賦予國家

機關權力去促進程序和發現事實真相，賦予不同主體在訴訟程序中具有及行使不同的權

力，從而“分工合作、互相制約”，各自有主導和監督作用。 

具體而言，就是由具有檢察職能的檢察院，行使公訴權，在偵查階段領導偵查（由

刑事警察機關輔助調查取證，檢察院監督並主導偵查），負責促進刑事程序依法進行，

並在審判聽證階段支持控訴。 

同時，同為訴訟主體的法官則是負責行使審判職能，主要主導控訴後的階段，依法

主持審判聽證程序，並在其主導的階段依法按照自由心證原則作出裁判或裁決。在偵查

階段，法官只在特定的情況下介入，比如需要進行對居民權利有所限制的措施前——豁

免保密義務、扣押函件、住所搜索、電話監聽等措施，便由法官提前介入，審查措施的

合法性、必要性，以及具體考慮是否符合適度及適當原則等原則，並由法官進行全程監

督。 

至於英美法系國家或地區，所奉行的是當事人主義（也有人稱為抗辯式），由警察

負責刑事調查取證，起訴實體（以香港為例，便是律政司轄下的刑事檢控專員）不會領

導偵查，只負責審查證據的合法性、提出控訴和支持控訴，並在偵查機關需要時，提供

專業法律意見。法官的角色也相對被動，即使在審判階段也只負責就雙方當事人的主張

作出裁決，以及在不同的刑事程序中，依據陪審團對事實的認定作出判決，或者在其依

法具職權作裁判的程序中按自由心證原則作出判決。 

另外，由於當事人主義強調程序正義，加上英美法系傳統上奉行普通法，往往沒有

成文法典，故依靠一些判例形成的行為守則隨之出現，用以在判例的基礎上制約或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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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主體的訴訟行為，並形成訴訟程序的實施細則，以滿足訴訟上的需求、尤其是當事

人主義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英美法系普遍允許“私家偵探”的存在，但這在奉行職權主義的大

陸法系國家或地區則一般是禁止的，因為偵查權乃國家或政府公權力的體現，本質上與

職權主義相悖，倘將偵查權釋放予“私家偵探”，將既難以監管、亦難以保障居民權利

不被任意或不當侵犯。 

可見，本澳法律制度屬大陸法系，必然與英美法系存在相當大的差異，所以在訴訟

模式上，存在本質上的分別。 

  本澳電話監聽的事前審批 

電話監聽作為刑事訴訟程序中的調查取證措施，乃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典》第一

百七十二條及其後續條文的規定而實施。在運作層面而言，現行電話監聽制度嚴格規範

了實施前提和程序，必須由法官介入作事前審批，僅可在特定犯罪類型下實施，並由法

官持續監察至措施中止或終止為止，而檢察院司法官則領導偵查和監督整個程序的合法

性。更具體地說，當刑事警察機關收到犯罪消息或檢舉後，須立即送呈檢察院，以便正

式立案偵查，開立法律意義上的刑事程序卷宗，並由檢察院主導偵查過程，刑事警察機

關輔助偵查工作，故當刑事警察機關在調查特定犯罪（《刑事訴訟法典》第一百七十二

條規定的犯罪類型）的過程中，發現一般的調查措施未能奏效或難以奏效時，且當認為

符合“對發現事實真相或在證據方面屬非常重要”時，便會視乎具體個案的案情的需要，

製作詳細的報告後附於卷宗，將整個卷宗送交領導偵查的檢察院檢察官申請進行電話監

聽措施。 

檢察院承辦檢察官在審查刑事警察機關的報告和審視整個卷宗的案情資料後，倘認

為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包括但不限於《刑事訴訟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條的規定，因

為一來檢察院要監督整個程序的合法性，二來檢察官必須審查是否符合補充原則（或稱

最後手段原則），即其他調查措施或取證方法是否能有效發現事實真相或獲取證據），便

會批示將整個卷宗送交刑事起訴法庭法官，由刑事起訴法庭法官依職權在檢察官審查的

基礎上，再次審查申請是否符合實施電話監聽的法律規定，當中包括合法性原則、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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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適當原則等刑事訴訟基本原則，以及電話監聽所額外遵循的重罪原則、必要原則、補

充原則等原則。倘所有法律要件俱備的情況下，刑事起訴法庭法官便會許可或命令在特

定期間內、對特定目標實施電話監聽。 

  本澳電話監聽的事中及事後監督 

在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指定的期間屆滿前，刑事警察機關便會依法製作詳細的報告，

說明期間內透過電話監聽所發現的資料或證據，並再次將報告連同整個卷宗和資料送交

承辦檢察官審查，倘認為電話監聽的實施前提仍然存在，以及仍有必要繼續實施電話監

聽，檢察官便會批示再次送交刑事起訴法庭法官進行審批，以便決定是否繼續實施電話

監聽。 

倘在電話監聽期間，刑事警察機關或檢察院認為已獲得足夠證據，便會主動採取或

命令採取行動及其他調查措施，同時依法將取得的證據連同監聽資料一併送交刑事起訴

法庭法官依職權審查，或者進行其他訴訟行為，如首次司法訊問等。 

相反，倘若在電話監聽期間，刑事警察機關或檢察院認為不存在犯罪事實，或者實

施電話監聽的前提條件已不存在（比如犯罪類型已轉變、犯罪已完成或者犯罪性質與當

初所認定的不同等），便會主動申請或批示送交刑事起訴法庭法官建議停止電話監聽。 

無論是在電話監聽期間，還是電話監聽期限屆滿時，刑事警察機關皆會將全部監聽

所得的資料，依法繕立筆錄，以便檢察官和刑事起訴法庭法官知悉內容；而刑事起訴法

庭法官會對相關資料進行審查，一方面命令將可作為證據或有助於證據的資料附於卷宗，

另一方面命令將無關或無用的資料毀滅。 

  電話監聽須得到電訊營運商依法官命令作出配合 

值得注意的是，與其他國家或地區一樣，基於電訊經營制度屬特許經營的公用事業，

故本澳的電話監聽制度必然涉及體制外的第三方——電訊營運商，即必需電訊營運者的

配合和參與，才可有效實行電話監聽。具體是指每當需要實施電話監聽、繼續實施電話

監聽或停止實施電話監聽時，由於電訊營運商負有職業保密義務，故都需要先將法官批

示送交電訊營運商，使其得知可配合刑事警察機關進行電話監聽（這亦是諮詢文本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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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規範電訊營運者及網絡通訊服務提供者合作義務的原因之一）。 

與此同時，所有在過程中參與的人員，包括司法官、司法文員、警方人員和電訊從

業員，皆對所知悉的內容負有保密義務。而且，由於偵查階段仍受司法保密義務所約束，

故上述人員尚必須遵守司法保密原則的規限。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諮詢文本中建議的通訊截取制度，除了調整適用的犯罪類型

外，程序模式完全沿用上述電話監聽制度的訴訟模式和運作模式。 

由此可見，本澳現行電話監聽制度，以及建議中的通訊截取制度，均承襲了大陸法

系的傳統訴訟模式，尤其是偵查模式，具有嚴謹性、系統性，在運作上是重重監督、互

相配合、互相制約。 

司法警察局  

2018 年 10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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